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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外资企业法定税率识别
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202号）等法律法规识别外资企业的新、旧法定税率，具体如表Ⅰ1和表Ⅰ2所示。
表Ⅰ1 旧税法规定的外资企业法定税率
	15%：

	1.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资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
2.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高新技术企业；
3.沿海经济开发区中属于能源项目或国家鼓励行业的外资企业；
4.沿海经济开发区中属于外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或能源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
5.上海浦东新区设立的生产性外资企业及电站等能源项目的外资企业； 
6.沿海开发城市及实行沿海开发城市的省会和沿江地区中属于外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或能源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
7.厦门台商投资区设立的台资企业；
8.福州台商投资区设立的生产性台资企业；
9.保税区的生产性外资企业；
10.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的外资企业；
11.全国从事能源项目的外资企业。 
	1-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6．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国函[1992]62号、国函[1992]93号、国函[1993]19号、国函[1994]92号、国函[1995]16号、国函[1992]21号、国函[1992]61号、国函[1994]20号以及国函[1992]62号；
7-8．依据《国务院关于福建省沿海地区设立台商投资区的批复》（国函[1989]35号）；
9．依据国函〔1991〕26号、国函〔1991〕32号、国函〔1992〕43号、国函〔1992〕44号、国函〔1992〕148号、国函〔1992〕150号、国函〔1992〕159号、国函〔1992〕179号、国函〔1992〕180号、国函〔1992〕181号以及国函〔1993〕3号；
10．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
11．依据《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国发[1999]13号）。

	24%：

	1.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海经济开放城市以及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省会和沿边地区的生产性外资企业；
2.福州台商投资区设立的非生产性台资企业；
3.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外资企业。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国函[1992]62号、国函[1992]93号、国函[1993]19号、国函[1994]92号、国函[1995]16号、国函[1992]21号、国函[1992]61号、国函[1994]20号以及国函[1992]62号；
2．依据《国务院关于福建省沿海地区设立台商投资区的批复》；
3．依据《国务院关于试办国家旅游度假区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2]46号）。

	33%：其他









表Ⅰ2 新税法规定的外资企业法定税率
	0%：

	农产品初加工项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农产品初加工范围（试行）》（财税[2008]149号）。

	10%：

	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
	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和《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2008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名单的通知》（发改高技[2008]3700号）。

	15%：

	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的外资企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20%：

	小型微利企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

	25%：其他


其中，关于生产性外资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列出的生产性行业进行认定。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旧税法实行时依据《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和办法》（国科发火字[2000]324号），将主营业务属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目录》以及研发投入在当年总销售额的占比高于5%的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新税法实行时依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字[2008]172号），将主营业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以及销售额分别低于5000万元、高于5000万元且低于2亿元和高于2亿元对应研发投入占比高于6%、4%和3%的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关于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企业。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两个密集型”税收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5]139号），将主营业务属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目录》以及主营业务销售收入占比高于50%的认定为此类企业。
关于小型微利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将实际出资额小于3000万元、利润低于30万元以及员工人数低于100人的认定为小型微利企业。
关于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旧税法实行时依据2007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2004年《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新税法实行时，后一目录更换为2008年《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西部地区优惠税收政策的适用地区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海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以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上述认定标准中涉及的研发投入、销售额、利润等指标均使用企业2007年的数据衡量。


[bookmark: _Toc151391072]附录Ⅱ  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实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具体如下：
（1）随机抽样
本文将企业的政策干预强度进行随机分配，并随机生成政策冲击发生的年份，进行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图Ⅱ1展示了基于500次随机抽样数据回归得到的交互项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其中，虚线为基准回归结果中真实的交互项系数。从图中可得随机抽样的交互项系数集中在0值附近，且与真实的交互项系数存在显著差异。这证实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是可靠的。
[image: ]
图Ⅱ1 随机抽样结果
（2）排除政策预期效应的干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于2007年3月出台，2008年正式实施。为排除政策预期效应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参照Lu等（2017）、蒋灵多等（2018）等的处理方法，将2007年的取值调整为3/4，其他年份不变，以此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呈现在表Ⅱ1第（1）列中，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正。
（3）重新定义处理组和控制组分组变量
本文基准回归中，处理组和控制组采用连续分组变量识别。现将新、旧法定税率差值为正，即新税法实施后法定税率增加的外资企业定义为处理组，取值为1，其他定义为控制组，取值为0。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呈现在表Ⅱ1中第（2）列。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4）重新测算政策干预强度
本文基准回归中税改的政策干预强度采用新、旧税法规定的法定税率的差值衡量，现使用四种新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采用外资企业按新税法规定所需负担的法定税率与2007年的实际税率的差值衡量。[footnoteRef:0]表Ⅱ1中第（3）列为回归结果，交互项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0: 外资企业的实际税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二是，借鉴Lu和Yu（2015）的研究，采用旧税法规定的外资企业的法定税率衡量。新税法取消了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大量优惠税收政策被取消，大部分外资企业的税率会调整为25%，因此，税改前外资企业适用的税率越低，新税法颁布之后税率增加的概率越高且幅度可能越大。表Ⅱ1中第（4）列是回归结果，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旧税法规定的外资企业的税率越低，外商减少投资的可能性越高，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三是，采用新、旧税法规定的地区—行业层面的法定税率的差值衡量。本文依据外生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税率对外资企业进行分组，在依据法律法规分组过程中涉及的地区、行业、财务信息等均使用未受政策冲击影响的企业税改前的水平衡量，因此，能够较好的保证政策冲击的外生性。为了进一步证明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新、旧税法规定的地区—行业层面的法定税率的差值衡量政策冲击的强度，结果呈现在表Ⅱ1中第（5）列，交互项的结果仍显著为正。
[bookmark: _Hlk127189179]四是，从2007年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中获取企业在新税法实行前的法定税率，采用其与25%的差值衡量。本文基准回归中未使用企业税收调查数据的原因是该数据库与外资企业变更数据库的匹配效果较差，成功匹配企业数仅为27,181，是工企数据库与外资企业变更数据库匹配结果的44%，故而仅用作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Ⅱ1中第（6）列，结果交互项的系数仍显著为正，再一次证实企业所得税率提高会导致外商减少投资的概率增加。
同时，我们在可匹配的数据点上[footnoteRef:1]，测算企业税调数据中提供的法定税率与本文识别的税率的差额，并绘制税率差的核密度分布图（图Ⅱ2）。从图中可以看出，税率差主要围绕0值分布，表明本文识别的税率与企业税调数据中提供的税率吻合度非常高，证明了本文构建的法定税率数据是可靠的。 [1: 外资企业变更数据库中，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均匹配成功的企业样本。] 

表Ⅱ1 稳健性检验Ⅰ
	
	(1)
	(2)
	(3)
	(4)
	(5)
	(6)

	
	预期效应
	重新定义处理组和控制组
	重新测算政策干预强度

	
	
	
	
	
	
	

	
	0.0146***
	0.0518**
	0.0002**
	
	
	

	
	(0.0019)
	(0.0244)
	(0.0001)
	
	
	

	
	
	
	
	-0.0070***
	
	

	
	
	
	
	(0.0015)
	
	

	
	
	
	
	
	0.0034***
	

	
	
	
	
	
	(0.0013)
	

	
	
	
	
	
	
	0.0068**

	
	
	
	
	
	
	(0.002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21,689
	421,689
	421,689
	421,689
	421,689
	185,848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除第（5）列在地区—行业层面聚类之外，其他均在企业层面聚类。
[image: ]
图Ⅱ2 核密度图
（5）剔除未进入优惠期的企业
受税改影响，那些由于尚未获利而未开始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外资企业不得不提前进入优惠期，这可能会打乱企业的战略部署从而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为排除这一干扰，本文剔除这部分企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呈现在表Ⅱ2中第（1）列，交互项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证实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6）剔除享受过渡性条款的企业
享受过渡性条款的外资企业受税改冲击的强度较小，对这部分企业本文在识别新、旧法定税率时进行了特别处理。现为进一步排除过渡性条款的干扰，将此部分企业剔除后再进行回归，结果为表Ⅱ2中第（2）列，交互项的系数仍显著为正。再一次证实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7）剔除同时适用多个税率的企业
依据新、旧税法识别法定税率的过程中，若外资企业同时适用多个税率，则选取较低的税率。为排除这一样本现象对本文结果的影响，我们剔除同时适用多个税率的企业样本，占总样本的13.6%，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呈现在表Ⅱ2中第（3）列。交互项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8）外资企业法定税率的变动
为了进一步证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政策干预变量（）直接对外商减少投资（）进行回归，表Ⅱ2中第（4）列为回归结果。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外资企业税率增加的越多，外商减少投资概率提升的幅度越大，本文研究结果再一次被证实。
（9）稀有事件回归法
King and Zeng(2001)提出的稀有事件回归法也是解决因变量存在大量0值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本文使用该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呈现在表Ⅱ2中第（5）列。交互项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一致。

表Ⅱ2 稳健性检验Ⅱ
	
	(1)
	(2)
	(3)
	(4)
	(5)

	
	剔除未进入优惠期的企业
	剔除享受过渡性条款的企业
	剔除同时适用多个税率的企业
	法定税率的变动
	稀有事件回归法

	
	
	
	
	
	

	
	0.0101***
	0.0135***
	0.0146***
	
	0.0076***

	
	(0.0019)
	(0.0039)
	(0.0021)
	
	(0.0013)

	
	
	
	
	0.0024***
	

	
	
	
	
	(0.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否
	否

	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401,433
	204,215
	366,207
	421,689
	421,547


注：括号内为聚类于企业层面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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